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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和第一届理

事会理事，是著名的文物保护专家。新中国成立后，郑

振铎曾担任人民政协文教组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

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等职。

后来著名文物学家谢辰生回忆郑振铎说，新中国成

立之初，那时候，文物局刚刚筹建，总共没几个人，郑振

铎曾对谢辰生说：“现在文物局里完全懂的人还不多，你

就在这儿搞。”他还说：“文物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没有保

护就没有研究。你搞文物的保护也是个重要的事，就在

这儿干着吧，现在人也缺。文物保护很重要，你不要认

为这不是学问。”谢辰生听从了郑振铎的话，一辈子与文

物打交道，后来也成为大家。

对文物保护，郑振铎时时亲赴基层调查研究。1953

年夏，时任徐州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王肯堂到

北京，去文化部文物局汇报工作，主要商谈茅村汉画像

石墓的保护问题。郑振铎先生亲自接待，细心地听取了

情况汇报，此后郑振铎一直心系徐州文物保护工作。

1956年4月2日，郑振铎自开封抵徐州，历时7个小

时。然而此前，郑振铎先生“微有腹疾”，也就是身体状

况并不好，但他坚持了下来。在当天的日记里，郑振铎

写道：“（自开封）12点18分开车。沿途景色，无甚可观

者。过兰封、中权、商丘、黄口等，到徐州时，天色已黑

矣。有市委书记及市文教处长来接。住招待所。九时

半，睡。”可以说是非常辛苦。

考察的结果并不乐观。4月3日下午，到茅村汉墓，

“打开了门，才见出此墓之弘伟”，但“凡五室，只三室有

画像”，特意注明余皆散遗农家、小学中，而“农人打井要

用石，闻铜山县因打井发现一画像石墓，农人拟取出圈

井。正阻止之”。“有一石窗，可考见汉制。画像极生动，

马的姿势尤好”。郑振铎先生甚喜，“徘徊半小时而

出”。时间到了1956年6月，为加强汉画像石的保护，根

据郑振铎先生指示，成立“江苏省徐州汉画像石保管

组”，办公地点设在云龙山下的乾隆行宫。作为汉代三

绝、江苏三宝之一的徐州汉画像石保护工作，在郑振铎

的亲自关照下，终于得到了有力的保护。

顾燕 据《人民政协报》

郑振铎心系文物保护

福尔曼：写出《西行漫记》姊妹篇《北行漫记》

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著名记者、作家、摄影家、

探险家，曾于20世纪30至70年代多次来中国，足迹

遍布上海、南京、北京、沈阳、兰州、重庆、广州、河南、

台湾、香港、澳门等地，曾三次进入青海、甘南藏区，两

次赴陕北，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贺

龙、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用相机和摄

像机拍了上万张反映各地社会面貌和时代变迁的照

片，尤其是还拍下了很多极为珍贵的影像记录，为研

究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重大事件和各地建筑

风貌、风土人情提供了宝贵资料，并在《纽约时报》

《泰晤士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等有世界影响的媒体

上发表了大量中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新闻报道，出版

了《穿越禁地藏区》《西行漫影》等多部关于中国的著

作，其中尤以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北行漫记》

最为著名。 吴耀明

在欧洲报道过德国闪击波兰的新闻后，福尔曼于1940

年再次来华。敌后根据地在抗击日军侵略的同时，还面临

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他对国共两党没有

偏见，但总无法相信国民党对共产党“背信弃义、拒绝抗

日”的指控。为了解真相，1943年11月，福尔曼率先向国民

党当局提出赴延安采访的要求。经过各国记者的共同努

力，国民党终于在1944年4月同意了他们赴延安的申请，

组成了包括福尔曼在内的21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

6月9日，参观团一行到达延安，通过实地走访工厂、机

关、学校、医院等部门，深入了解陕甘宁边区各方面情况。

福尔曼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在回答

关于中国共产党应否改换名称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我

们不能而且也不需要更改名称。重要的是内容与实践，而

不是称号。通过观察，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和普通老百姓

一样朴实，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

福尔曼对延安的经济活动、乡村民主、生产运动等进

行了深入采访和全面观察。他看到边区大搞生产自救、减

轻农民负担，得出了“延安是劳动者的社会”的结论，延安

“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喜欢工作，人人都有地耕种”。他

还目睹了共产党领导人和八路军参加大生产运动，“生产

运动不只是在老百姓中开展，部队也参加了……正是与人

民的这种鱼水之情，才使得八路军在这场靠缴获或土造的

武器进行的战斗中，能坚持下来”。春耕时军队帮农民耕

种，收获时军民也一起劳动，通力协作、相处和谐。可以

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8月中旬，福尔曼等前往晋绥边区参观。他在日记中

写下“我亲眼看到晋绥边区人民和抗日军队间的挚情，深

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所感动”。9月，他来到晋绥第

八军分区，在前线亲历战斗，不仅见证了八路军顽强作战、

俘虏敌人的英雄事迹，还看到了人民群众拿各种食品慰劳

八路军，认为这是前所未见过的，也正是八路军的力量所

在。9月21日，福尔曼在汾阳前线八分区庆功大会上发表

讲话：“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

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今天这些谣言已被事实揭穿

了。我们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人民热爱八路军。”

10月下旬，福尔曼一行由晋绥边区返回延安，不久又

回到重庆。1945年，福尔曼的《红色中国报道》一书在美国

出版（后译为《北行漫记》），成为一部研究中国的纪实文

献。福尔曼既是赴延安采访的发起者，又是参观团中把见

闻写成书出版的第一人，为打破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污蔑和

封锁，把解放区真实情况向世界人民介绍作出了贡献。

1973年，福尔曼在阔别20余载后再访中国，叶剑英、王

震等接见了他，他表示：“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我很高

兴看到中国在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愿意为促进中美

两国人民的友谊作出贡献。”这次他重访北京、上海、广州、

陕北、河南等地，拍下了许多展示新中国建设成就的照片，

反映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1978年，福尔曼在纽约逝

世，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赖亚力向其家属致信慰

问，对他为中美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作出的巨大贡献

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学习时报》

1904年，福尔曼出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他从小

酷爱艺术，先后在两所美术学院就读，1929年大学毕

业，主修东方语言专业，为日后来华打下基础。1930

年，福尔曼来华从事飞机销售、飞行员培训工作，

1932年开始从事新闻报道，为多家媒体撰稿。他克

服种种困难前后三次赴藏区探险，到了青海塔尔寺、

甘南拉卜楞寺，见到了九世班禅、五世嘉木样活佛等

藏族人士，拍摄了数以千计寺庙建筑、宗教活动、风

俗习惯的照片，对藏区研究很有帮助。

福尔曼热衷历险和摄影，他在《追寻地平线——

现代马可·波罗的冒险》一书的自序中阐释了自己的

旅行志趣：探索、冒险、远方。他走遍了世界五大洲，

从北非沙漠到秘鲁印第安人遗迹，从澳大利亚海岸

线到苏联克里姆林宫，用相机真实地记录了“八一

三”淞沪会战、德国闪击波兰、河南大饥荒、解放上海

等重大历史事件，被誉为“现代马可·波罗”。

福尔曼见证了日军烧杀掳掠的罪行，指出他们

“凶暴到了极点”，亲眼所见的就有：“曾经繁华热闹

的南京城空无一人，一眼望去都是被炸弹损毁的断

壁残垣，被日军炸毁的铁路大桥伤痕累累，处处是凄

惨破败的景象”；“所见到的只有被烧焦的废墟和废

弃的城镇村庄。街道上尸横遍野，附近的小溪堆放

着数百具尸体。所剩无几的房子失去一切值钱的东

西……”

1943年初，福尔曼和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

德前往大饥荒的河南，目睹了灾民饿殍遍野、流离失

所的惨状，拍了许多反映灾情的照片并面呈蒋介石，

揭露了日军侵略和国民党腐败无能导致惨绝人寰的

悲剧。面对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福尔曼在记录历

史的同时，也给予了深切同情。

1937年，福尔曼来到陕北苏区，分别见到了彭德

怀、贺龙等中共高级将领，拍下了大量中国工农红军

奔赴抗日前线的照片。在这些照片中，可以看到红

军不仅有炮兵、骑兵、自行车队，还有展示航母、潜

艇、飞机等最新武器的挂图；士兵们不仅读书看报，

还打门球、篮球和网球；特别珍贵的是还可以看到红

军改编为八路军的历史场景。

彭德怀在回答福尔曼提问时指出：和日军作战

随时都有可能，但我们已准备作战。我们的士兵都明

白为何而战，这正可弥补武器的不足。同时，我们也

有庞大的人力做后盾，有作长期消耗战的必要资源。

七七事变爆发时，福尔曼正在贺龙部队的驻地，

贺龙对福尔曼讲道：我们的士兵不怕日本人，我们不

管蒋介石及国民党是否赞同，我们愿意同日军作战。

7月8日，福尔曼在万人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表达

了第一次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感受：就我所见，红军并

非过去十年间世界新闻报道的那样，他们是装备优

良、训练有素、纪律良好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

有理想，有追求。首次陕北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军队给福尔曼留下了“勇敢、坚定、乐观”的印象。

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支持”

到陕北采访中国共产党军队

“现代马可·波罗”


